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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猜测更加坚实的经验基础。在美国，最早运用社会科学证据的案件可以追溯到 1908 年 “穆勒诉
俄勒冈州案”。这个案件的争讼事项是州政府限制女性最长工作时间的立法是否合宪。戈德麦克率
领一个由 11 名研究员组成的团队，统计分析了大量有关长时段工作对女工影响的社会科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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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常不能进行司法认知，除非这些事实 “没有争议”或者得到 “普遍承认”。瑐瑨 一些有争议的立
法性事实，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予以司法认知，但应该提高司法审查的门槛，比如告知双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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